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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后发国家而言，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是其最常采用的发展模式。 对产业

政策的长期影响进行评估至关重要，因为它将成为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有效参照。 改革开

放之前，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三线建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利用

三线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在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１９８５ 年）等数据基础上，通过回归分

析，研究了历史上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研究发现，三线建设对地区长期经济绩

效有正向影响，不过该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为克服计量模型中的遗漏变量偏

误，本文使用了抗战时期后方的工业数据作为工具变量重新估计模型，结论依然稳健。 工

具变量不仅有助于实现因果推断，还可以帮助理解历史是通过何种途径塑造了当下的经济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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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经济飞速增长。 许多文

献对中国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剖析，①其中以林毅夫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他认为，从改革开放之前的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具体而言，前者导

致了市场扭曲与资源错配，带来了增长率下降、经济波动幅度加大以及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而后者因为更好地契合了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因而能够提升长期经济绩效。②该论述在改革开放初

·４６１·



期得到了学者们的支持，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姚洋和郑东雅构建了包含最终品和中间

品的动态模型，证明重工业投资具有正向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因而可以提升整个部门的经

济效率；随后，他们通过中国的具体数据模拟了不同发展战略下居民的效用贴现值，发现适度的赶超

战略甚至优于平衡发展战略。① 林晨和陈斌开编制了中国 １９５３—１９７３ 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重工业

基础设施对轻工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② 邓宏图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达到一定阙值之前，
重工业资本存量占比与社会总产出呈正相关关系。③

如上文所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究竟对中国的长期经济绩效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学术

界并无定论。 分歧的一个核心根源在于，相比于理论研究，基于实际经验证据的研究较少。 前人的

研究重点并未放在因果识别上，故其阐述的仅是变量间可能的相关关系，而本文重点关注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与长期经济绩效的因果关系。 改革开放之前，最具代表性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便是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０ 年实施的三线建设。 选择三线建设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为因果识别提供了有利条

件：三线建设的启动源于可能的战争威胁，众多工业项目的布局首先需要服从军事目的，而独立于经

济发展目标的工业投资成为一次难得的准自然实验，项目选址的外生性有助于克服回归模型中的内

生性问题。 从已有的文献看，大量历史学者讨论了三线建设所带来的影响效应，④然而这类文献大多

是基于史料或案例的质性分析，缺乏量化方法为其提供经验与逻辑保证，因而其结论很难被证伪。
目前为止关于三线建设唯一的量化研究来自樊静霆和邹奔，他们发现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三线投

资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正向效应，并且这种影响持续到二十年以后。⑤ 然而在因果识别中，作者使用

了三线区域中各地级市到 １９６２ 年铁路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对此，一个直接的质疑是，铁路的修建

并非独立于地区经济发展，该工具变量很难满足排他性约束条件，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将

仍然存在偏误。 若想实现因果推断，有必要寻找其它工具变量，而这也正是本文工作的核心内容

之一。
本研究利用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８５ 年工业普查资料》

第 ２ 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结合其中所给出的企业地址，对应将企业相关信息加总到县级

层面，并以此度量各地区三线建设强度。 接下来将该数据与各省统计年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ＮＯＡＡ）灯光数据、ＧＴＯＰＯ３０ 高程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地方县志以及民国时期各种调查等资料

相匹配，构建大三线地区县域层面的现代、历史数据库，并以此考察三线建设对地区经济绩效的长期

影响。 研究发现：三线建设对地区长期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并且二者之间的因果推断在经过替换代理变量、特殊样本排除以及工具变量法

等一系列稳健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此外，本文还阐释了长期影响产生的作用机制。 三线建设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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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Ｊｉｎｇｔｉｎｇ Ｆａｎ ａｎｄ Ｂｅｎ Ｚｏｕ，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ｃｒ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１５２，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９８. 王鑫等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工业建设的长期影响。
他们发现抗日战争通过三线建设影响了当下的地区经济绩效。 不过他们的文章关注的重点是抗日战争，而非三线建设本身。 参见

王鑫等：《工业投资的长期效应———来自抗日战争的证据》，《财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升工业化程度和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为地区经济绩效带来正面影响。 同时该发展战略还提升了地区

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从而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寻找了三线建设的工具变量以实现因果推断。 通

过对史料的研读，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建设与三线建设有诸多相似之处，前者基于事实

的战争，而后者基于潜在的战争。 发生区域以及外部约束条件的相似性保证了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

条件，而抗日战争的约束又使其布局独立于经济目标，因而可以满足外生性约束。 工具变量的使用

不仅有助于实现因果推断，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是通过何种途径塑造了当下的经济结构。 其

二，丰富了关于三线建设的量化研究。 目前学者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史料和案例的质性

分析，利用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定量考察的文献相对稀少，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算作一个新的视角，其
研究发现也有助于重新评估过去文献的相关结论。 其三，增加了基于地区产业政策文献的国别案

例。 已有许多国外学者借助历史事件评估地区产业政策的长期影响，①但这种尝试在针对中国的研

究中并不多见。 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当下地区产业政策的外在效应，②然而许多政策的实施时间还不

够长，很难评估其长期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选择实施政策的区域并非随机给定，由其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很难避免。 相比之下，更接近自然实验的三线建设为实现因果推断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更有

效地评估政策的长期影响。
本文以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回顾，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研究中

的变量选择以及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基本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六部分对三

线建设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历史背景

（一）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与布局特征

１. 决策过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了政治上孤立、经
济上封锁的措施，这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迫使中国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 进

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以及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工业布局

以应对潜在的战争。 １９６４ 年 ５—６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③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１７ 日、２０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
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到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央工作会

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１９６５ 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

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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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２９， Ｎｏ. １，２０１４，ｐｐ. ２７５ － ３３１；Ｊａｗｏｒｓｋｉ，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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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９。

向宽虎、陆铭：《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冲突———为什么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分散倾向是不可持续的？》，《财经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吴一平、李鲁：《中国开发区政策绩效评估：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视角》，《金融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李贲、吴利华：《开发区设立与

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邓慧慧、虞义华、赵家羚：《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有效吗？ ———来自

开发区的证据》，《财经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 ５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５４—３５５ 页。



地”。① 至此，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并开始全面实施。
２. 布局特征。 所谓三线，是指相对于一、二线地区而言②具有经济和军事双重含义的区域。 李

富春指出，“划分三线，主要考虑国防与国防建设的需要。 划归三线的范围不能太小，以利工业的合

理布局。 也不能按行政区划去划分，而是着眼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考虑地形特点以及铁路、交
通、工业分布与国防力量的现状这些因素”。③ 三线的大致范围可以概括为：甘肃乌鞘岭以东，山西雁

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七

省（自治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和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俗称“大三线”），共
计 ３１８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④

在一个更微观的领域，“三线”地区企业布局的一般原则被概括为“靠山、分散、隐蔽”。⑤ 这其中

最为关键的是分散，“分散是最大的隐蔽”。 在该原则下，三线建设中的重点项目大都远离核心城市，
散落于绵延千里的山脉之间。 新建项目被要求不得集中在某个城市或点，⑥以最小化面临敌人空中

打击时的损失。 在三线区域内，高原、峡谷、盆地交错，江河、湖泊纵横，离东部海岸线最近 ７００ 公里

以上，距西部边陲上千公里。 众多山脉形成天然屏障，绝大多数重点企业坐落其中，符合战争中工业

建设所要求的隐蔽原则。
（二）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

在紧急备战的情况下，工程建设中的合同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化的建设管理体系。 三

线建设项目享有了最高的优先权，一线地区重要的工厂、优秀的人才和精良的设备也都陆续被调往

三线地区。⑦ 从具体的实施进程看，三线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年，该
阶段是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投资的主要地区为西南的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第二阶段是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８ 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三线建设投资陷入低谷；第三阶段是 １９６９—１９７１ 年，“珍宝岛”事
件将全国再次推入紧急备战状态，三线建设进入第二次建设高潮，该阶段的建设区域也由此前的西

南向中部的湘西、鄂西和豫西地区扩展；第四阶段是 １９７２—１９８０ 年，该阶段主要是收尾配套，三线建

设的主要任务是充实和加强，而不是铺新摊子。
图 １ 展示了三线地区⑧历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份额，其随着

时间的变化趋势契合了三线建设的四个阶段。 在三线建设启动的 １９６４ 年，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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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 ５８ 页。
一线是指沿海和边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线和三线之间是二线地区。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 ２４９ 页。
相比之下，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国防战略部署，他所称“三线”，主要是指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二线”则包括湘西、鄂西、

豫西和山西、甘肃、江西、吉林、内蒙古；其余是“一线”。 参见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版，第 ５４７ 页。
在确定企业选址时，事实上还涉及到近水的原则。 毛泽东提到要“依山傍水扎大营”。 在 １９６５ 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第三

个五年计划草案》中也提到：三线工业布点，要注意靠山近水，并充分利用这一地区丰富的水力资源来发展水运。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在拟

定的《１９７０ 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中，除了重申了“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还进一步指出特殊的、重要的

工厂还要“进洞”，实行大分散、小集中。 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 ２５２ 页；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提纲（节录）》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党的文献》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

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党的文献》１９９５ 年

第 ３ 期。
当时一句流行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三线建设中，采取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

人带新工人的办法，以加快新厂矿的建设进程。 大型、精密和关键设备，全国有两台的放一台在三线，有一台的优先放在三线，使三

线工业具有国内当时的先进水平。 参见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第 ３６ 页。
若未做特殊说明，本文在数据分析及实证研究中的三线地区均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七个省份。 由于

河南、湖北、湖南和山西四省的三线区域在行政边界上并不明确，故未使用这四省的样本。



图 １　 三线地区历年投资占全国总投资比重

资料来源：基本建设投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１９５０—１９９５）》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全社会固定资投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

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是固定资产投资，三线地区所占比例均低于 ２０％ ，到 １９６５ 年已经超过 ３０％ ，①１９６６ 年后更是超过

３５％ 。② 然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三线建设有所停滞。 １９６９—１９７１ 年是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

潮，③基本建设投资占比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均在 ３０％以上。 １９７２ 年以后，三线地区的投资

占比逐年递减，到 １９８５ 年已经恢复到和 １９５３ 年相近的水平，其份额大约占全国总投资的 １５％左右。
除了投资，工业化程度（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的变化率也反映了类似的路径。 图 ２ 给出

了三线地区和非三线地区历年工业化程度的变化率。 １９６３ 年两大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增长率几乎

同为 １００％ ，然而在 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年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１ 年两个时期，三线建设地区增长率显著高于非三

线建设地区。 １９７１ 年之后，两大地区工业化程度的变化率大体趋于一致，在 １００％的增长率水平上

波动。
（三）三线建设的直接经济效果

从 １９６５—１９８０ 年，国家为三线地区累计投资约 ２０００ 亿元，相当于 １９５３—１９６４ 年三线地区投资

总和的 ３ 倍。 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 ２９２ 亿增加到 １５４３ 亿元，职工人数由 ３２５. ６５ 万增加到

１１２９. ５０ 万，工程技术人员由 １４. ２１ 万增加到 ３３. ９５ 万，工业总产值由 ２５８ 亿元增加到 １２７０ 亿元，修
通了成昆等 １０ 条铁路干线（新建铁路干线和支线 ８０４６ 公里），建成了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事业单

位近 ２０００ 个，其中军工企业 ６００ 多个，以及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 ３０ 个。④

图 ３ 展示了三线建设时期主要省份工业总产值指数的变化情况。 除了云南一省的工业产值在

１７ 年间的增长不足 ４ 倍以外，其余六省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 ６ 倍，宁夏工业产出的增长更是高达

１０. １８ 倍。 在总量之外，三线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根据魏后凯的数据，１９６６—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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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从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年，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 ３００ 余项，其中钢铁工业 １４ 项，有色金属工

业 １８ 项，石油工业 ２ 项，化学工业 １４ 项，化肥工业 １０ 项，森林工业 １１ 项，建材工业 １０ 项，纺织工业 １２ 项，轻工业 ８ 项，铁道工程 ２６
项，交通工程 １１ 项，民航工程 ２ 项，水利工程 ２ 项等。 参见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 １６６ 页。

绝对数方面，１９６４ 年大三线建设地区基本建设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 ２６. ２８ 亿元和 ２４. ２１ 亿元，１９６６ 年分

别增长为 ７８. １６ 亿元和 ７４. ３ 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７２. ４６％和 ７５. １９％ 。 参见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

资统计年鉴：１９５０—１９９５》，第 ７９—８５ 页；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 ８４２—１０７８ 页。
根据统计，１９６４—１９７１ 年，全国共有 ３８０ 个项目、１４. ５ 万人、３. ８ 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三线”。 参见赵德馨主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６７—１９８４）》，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８３ 页。
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第 ４６ 页。



图 ２　 各地区历年工业化程度变化率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相关数据作图。

图 ３　 大三线各省份工业总产值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资料统计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相关数据

做图。
说明：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以 １９５２ 年为基期。

年间，三线省份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都在 ５０％ 以上。①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三线建设对西部

地区的工业化确实起着“大推进”（ｂｉｇ⁃ｐｕｓｈ）的作用。 另一方面，战争背景使得许多三线建设项目匆

促上马，②并且过于强调隐蔽分散，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经济效益。 １９６６—１９７８ 年，基本建

设中损失、浪费及不能及时发挥经济效益的资金达 ３００ 亿，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投资的 １８％以上。③

大约同一时期，因基本建设效益下降减少国民收入 ５３３. ４３ 亿元。④ 马泉山计算的投资效果系数显

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三线地区每 １ 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只有 ４. ９８ 元，低于全国平均的 ６. ８７
元；同时，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３. ７％和一线地区的 ３８. ４％ 。⑤ 当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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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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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例外是云南省，不过其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 ４２. ４％ ，只比 ５０％ 低了 ７. ６ 个百分点。 参见魏后凯：《２１
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河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５１ 页。

许多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产品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提倡“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三边”经验，导致一部分工程

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 参见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 ４３０ 页。
阎放鸣：《三线建设述评》，《党史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６７—１９８４）》，第 １９３ 页。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 ２８３—２８４ 页。



结论仅来自于简单的统计计算，没有可靠的计量方法来进行因果识别，因此也很难说上述结论就是

三线建设所导致的。 另外，这些结论仅仅考虑了三线建设的短期影响，而忽视了其在长期经济增长

中所具有的作用。

三、变量与数据

（一）解释变量

参考前引樊静霆和邹奔的做法，使用第二次工业普查（１９８５ 年）中各县大中型企业数量来度量三线

建设强度。 该指标的有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截面维度。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中，主要的工业

项目都建立在三线地区且能够较好的与该数据库匹配。① 另外，迁建的三线企业规模通常较大，因而有

更大概率包含在大中型企业数据库中。 其二，时间维度。 １９８５ 年的工业普查是三线建设结束后第一次

全国范围内的调查。 尽管三线建设的重点时期是 １９６４—１９８０ 年，但在 １９９２ 年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之

前，地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数量变动较小，因此该指标仍可以较好的衡量三线建设时期的投资状况。
如上所述，解释变量数据具体来自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８５ 年工业普查资料》第 ２ 册。 该资料包括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以及其它经济类型的大中

型工业企业，共涉及 ３９ 个行业、７５８８ 个企业。 有关企业的变量包括 １９８５ 年工业产值（１９８０ 年不变

价）、１９８５ 年末全部职工人数、１９８５ 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以及主要产品名称。 除此之外，该资料还提供

了每个企业的具体位置信息，因此可以将企业变量加总到县级层面。
（二）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使用灯光数据加以度量。 使用灯光亮度作为地区经济

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数据的真实性。 在锦标赛式的竞争机制下，有的

地方有的官员具有较强的动机虚构 ＧＤＰ，②因此有必要使用相对客观的灯光数据。 第二，数据缺失。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提供了 １９９２—２０１３ 年全国各县的灯光数据，对于本文研究的区

域而言，不存在缺失样本问题。 另外，我国在 １９９７ 年之前并未统计县级的 ＧＤＰ，直接使用经济产出

数据不利于我们评估三线建设时期建立的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后各个时间段的影响。 第三，统计口

径。 有些数据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如《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③，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各年

份的数据中，使用的是总产值，２００１ 年后，各年份报告的却是增加值数据），并且由于很难获得在县级

层面的长时段物价水平指数，故不能较好处理不同年份的物价水平差异也降低了数据的可比性。
灯光数据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由国防气象卫星搭载的业务型线扫描传感器

（ＤＭＳＰ ／ ＯＬＳ）采集，已有大量学者使用该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④ 参考过去的文献，本文

使用基于不变目标区域法的影像校正方法，对提取出来的每一区域夜间灯光数据进行校正。⑤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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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除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还核对了陈东林提供的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工业企业的数据，发现均能与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库

匹配。 参见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 ２５２—３２９ 页。
关于 ＧＤＰ 可信度的讨论，参见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阙里、钟笑寒：《中国地区 ＧＤＰ 增长统计的真实性检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陶然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

吗？ ———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
该资料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由财政部预算司编，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由财政部国库司、财政部预算司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为财政部国库司

编，均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参见范子英、彭飞、刘冲：《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卢盛峰、陈思

霞、杨子涵：《“官出数字”：官员晋升激励下的 ＧＤＰ 失真》，《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Ｖ， Ｓｔｏｒｅｙｇａｒｄ Ａ ａｎｄ Ｗｅｉｌ Ｄ
Ｎ.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１０２，Ｎｏ. ２，２０１２，ｐｐ，９９４ － １０２８；Ｈｏｄｌｅｒ Ｒ， Ｒａｓｃｈｋｙ Ｐ
Ａ.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ａｖｏｒｉｔｉｓｍ，”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１２９，Ｎｏ. ２，２０１４，ｐｐ. ９９５ － １０３３。

校正方法参见 Ｗｕ Ｊ， Ｈｅ Ｓ， Ｐｅ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 “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ＭＳＰ⁃ＯＬＳ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Ｄａｔａ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２０，２０１３，ｐｐ. ７３５６ － ７３６８。



县的平均灯光亮度由该县内所有栅格（每个栅格为 ３０∗３０ 秒度的空间范围）的总亮度除以栅格总数

得到。
（三）控制变量

除了三线建设以外，还有一些潜在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 首先，三线建设是为了

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选址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地理变量。 为此，控制了各县的经纬度、海拔、坡度以

及地形崎岖度等地理变量。 其次，三线建设实施之前各县的初始经济条件。 主要包括各县 １９６４ 年

人口密度、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矿产资源丰裕度以及各地到省会城市的距离。 最后是交通条件，包括各

县 １９６２ 年公路密度、１９６２ 年铁路密度以及河流密度。
各地理变量是利用高程数据 ＧＴＯＰＯ３０ 在 ＧＩＳ 中计算得出，其中海拔和坡度为观测区域内高程

的平均值，地形崎岖度用山体阴影面积衡量。 另外，河流密度与各县到省会城市距离也是由 ＧＩＳ 计

算得出。 １９６４ 年县级人口密度根据第二次人口普查计算得出，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则是根据各县县志

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出。 矿产资源丰裕度用 ２０００ 年采掘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衡量，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 １９６２ 年公路和铁路的数据则是来自鲍姆（Ｂａｕｍ）等人的研究。①

四、三线建设与长期经济绩效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部分将考察三线建设对经济绩效的长期影响。 我们的基准回归模型如（１）所示：

ｙｉｔ ＝ α ＋ β·ＴＦ ｉ，１９８５ ＋ δ·Ｇ ｉ ＋ γ·Ｘ ｉ，ｐｒｅ１９６４ ＋ Ｓｐ ＋ εｉｔ （１）

这里，ｙｉｔ代表 ｉ 县第 ｔ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ＴＦ ｉ，１９８５代表 ｉ 县三线建设的投资强度，用 １９８０ 之前兴建

的大中型企业数量衡量；Ｇ ｉ 是一系列地理变量，包括经纬度、海拔、坡度和地形崎岖程度等；Ｘ ｉ，ｐｒｅ１９６４表

示三线建设开始之前各县的经济禀赋情况，涉及的变量包括 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１９６４ 年各县人口密

度，１９６２ 年公路、铁路密度，河流密度，矿产资源禀赋以及到省会城市距离等；Ｓｐ 是省份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β 是核心估计参数，它识别了三线建设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在长时段的估计中，县
域的行政区划会有调整，将各年份的变量匹配到 ２０００ 年 ＧＩＳ 地图②以统一行政边界。
表 １ 三线建设与长期经济绩效

被解释变量：灯光亮度（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５∗∗∗

（０. ０２１）

０. １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９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４）

坡度（ｌｏｇ）
０. ０４９

（０. ２２０）

－ ０. １３６

（０. ２０６）

－ ０. ２７９

（０. １６９）
－ ０. ４１０∗∗

（０. １６１）

－ ０. ４５９∗∗∗

（０. １５７）

－ ０. ３８７∗∗

（０. １５２）

海拔（ｌｏｇ）
－ ０. ２４７

（０. ２２５）

０. ２２７

（０. ２１３）

０. ２７４

（０. １８４）

０. １６０

（０. １７７）

０. ２０２

（０. １６０）

０. ０６６

（０. １５７）

地形崎岖度（ｌｏｇ）
－ ３. ８３２∗

（２. １３４）

－ ４. ９２６∗∗

（１. ９５４）

－ ２. ８１４∗

（１. ６０１）

－ ０. ４２６

（１. ６２３）

０. ５２５

（１. ４７１）

－ ０. ００１

（１. ４１７）

到省会距离（ｌｏｇ）
－ ０. ３８１∗∗∗

（０. ０８５）

－ ０. ３１７∗∗∗

（０. ０８３）

－ ０. ３６４∗∗∗

（０. ０７０）

－ ０. ３００∗∗∗

（０. ０７２）

－ ０. ２８０∗∗∗

（０. ０６７）

－ ０. ２５３∗∗∗

（０.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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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ａｕｍ Ｓｎｏｗ Ｎ，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Ｖ， ｅｔ ａｌ. ， “Ｒｏａｄｓ，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 ９０，Ｎｏ. ３，２０１７，ｐｐ，４３５ － ４４８．

各年 份 的 ＧＩＳ 地 图 来 自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ｔ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网 址 参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 ｎｅｔ ／ Ｄａｔａ ／
ＦｒｅｅＤａｔａ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ａｓｐｘ，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７ 日。



续表 １
被解释变量：灯光亮度（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

经度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纬度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１）

河流密度（ｌｏｇ）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８８

（０. ０６２）
－ ０. １１０∗

（０. ０５６）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５１）

１９６２ 年公路密度（ｌｏｇ）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９）

１９６２ 年铁路密度（ｌｏｇ）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矿产丰裕度
０. １９４∗∗∗

（０. ０３３）

０. １９５∗∗∗

（０. ０３２）

０. １３４∗∗∗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９）

１９６４ 年人口密度（ｌｏｇ）
０. ６２９∗∗∗

（０. ０９０）

０. ６３２∗∗∗

（０. ０８８）

０. ５７３∗∗∗

（０. ０７６）

０. ５３０∗∗∗

（０. ０７３）

０. ５０９∗∗∗

（０. ０７０）

０. ４９１∗∗∗

（０. ０６７）

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ｌｏｇ）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３）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３４ ０. ６１５ ０. ６４７ ０. ６１９ ０. ６１５ ０. ６４４

　 　 说明：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０，∗∗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所有回归表格均相同，后文不再重复说明。

表１ 给出了对公式（１）进行回归的结果。 （１）至（６）列展示了三线建设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

的影响。 从估计系数看，三线建设在各个时期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 １９９２ 年，
三线建设中各县大中型企业数量每增加 １ 家，灯光亮度将增加约 １３. ５％ 。 到了 ２０１３ 年，这种影响

几乎下降了一半，仅为 ７. ４％ ，不过仍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 表 １ 的结果显示出，三线建设的作用

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的投资对当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

越小。①

（二）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使用人均 ＧＤＰ 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１）至
（５）列对应五个不同年份的人均 ＧＤＰ 对数值。 与灯光亮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类似，三线投资对地区经

济绩效有正面效应，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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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认为，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经济转型是导致估计系数衰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 １９９２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

标，再到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经济增长模式已有较大转变。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过去投资所构建的物质资本基础是促进增

长的关键要素。 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向市场开放和向世界开放），要素流动的壁垒大大降低了，新的促进增长的因素开

始涌现并发挥重要作用，一个显见的例子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封闭经济状态下，地区经济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资

源分配政策。 此时路径依赖机制发挥了作用，过去好（获得更多投资）也意味着现在好，但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民营经济开

始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三线投资所迁建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甚至可能成为增长的障碍，因为它会通过争夺信贷资金等

方式挤出民营企业投资。 表 １ 的结论暗含了这一结果，三线投资的估计系数在各年份虽然仍显著为正，但其绝对值却随时间呈下降

趋势，这意味着那些获得更多三线投资的地区的增长速度变慢了。



表 ２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人均 ＧＤＰ（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７３ ４８２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４０１ ０. ４３２ ０. ３９７ ０. ３７５ ０. ３４０

　 　 说明：控制变量包括各县经纬度、海拔、地形崎岖度、河流密度、到省会城市距离、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１９６２ 年公路和铁路密度、１９６４ 年人口密度以及

矿产丰裕度。 若未特殊注明，后文回归结果中的控制变量均与本表相同。

２. 替换解释变量。 除了大中型企业数量，还使用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 １９８５ 年各企业工业总产

值、固定资产原值以及就业人数重新度量三线建设投资强度。 和基准回归一样，将企业数据对应加

总到了县级层面。 表 ３ 显示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无论采用何种度量方式，
三线建设投资依然在统计显著性上对长期经济表现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在系数方面，表 ３ 的估计结

果也和表 １ 保持一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线投资的正面经济效应逐渐减弱。
表 ３ 稳健性检验（二）：替换解释变量

（１）

ｌｎｌｉｇｈｔ１９９２

（２）

ｌｎｌｉｇｈｔ１９９５

（３）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００

（４）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０５

（５）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１０

（６）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Ａ

１９８５ 年工业

总产值（ｌｏｇ）
０. １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０）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５３ ０. ６３５ ０. ６５４ ０. ６２３ ０. ６２７ ０. ６５１

Ｐａｎｅｌ Ｂ
１９８５ 年固定

资产原值（ｌｏｇ）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９）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５０ ０. ６３２ ０. ６５０ ０. ６１９ ０. ６２４ ０. ６２８

Ｐａｎｅｌ Ｃ
１９８５ 年

就业人数（ｌｏｇ）
０. １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０）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６０ ０. ６３９ ０. ６６１ ０. ６２６ ０. ６３２ ０. ６５４

　 　 ３. 三线建设结束时间的不同定义。 三线建设始于 １９６４ 年是学界共识，但其结束的时间却有多种不同

看法。① 最为流行的观点是，三线建设持续长达 １７ 年，以 １９８０ 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结束为标志。 基于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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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三线建设结束时间的定义，参见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
１９９５ 年第 ５ 期；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第 ５５０ 页；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 ２３５—
２５１ 页；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５４ 页。



基准回归中从大中型企业数据库中筛选出 １９８０ 年之前成立的企业，并将其作为衡量三线建设投资强度的

主要指标。 然而，关于三线建设的结束时间还有另外两种观点：其一是 １９７８ 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为

标志和 １９７９ 年初决定国民经济调整为标志；其二是 １９８３ 年，以中央确定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政策为标志。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在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
草案指出今后三线建设一般不再上新项目，集中力量搞好续建工作，增强经济效益和配套，这意味着在

１９７３ 年以后兴建的工业企业很可能并不包含在最初的三线建设计划之中。 诺顿（Ｎａｕｇｈｔｏｎ）在前引文献

中将三线建设的结束时间进一步提前，他认为如果从国家工业计划的优先级层面看，三线建设实际上结

束于 １９７１ 年。 随着 １９７２ 年中美建交，外部战争威胁已大大缓解，三线建设的紧迫程度和投资规模都大

大下降了。② 诺顿的看法与图 ２ 对应，在 １９７１ 年，三线地区和非三线地区的工业化变化率已趋于一致。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以 １９８３ 年、１９７８ 年、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１ 年为三线建设结束时点，分别筛选出在这些时

间点之前成立的工业企业，并将其加总到县级层面以重新衡量三线建设强度。 表 ４ 给出了不同样本集

合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无论采用何种定义筛选企业样本，其回归结果都是稳健的。
表 ４ 稳健性检验（三）：三线建设结束时间的不同定义

（１）

ｌｎｌｉｇｈｔ１９９２

（２）

ｌｎｌｉｇｈｔ１９９５

（３）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００

（４）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０５

（５）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１０

（６）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Ａ　 １９８３ 年之前成立企业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１∗∗∗

（０. ０２０）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４）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３４ ０. ６１６ ０. ６４８ ０. ６２１ ０. ６１６ ０. ６４５

Ｐａｎｅｌ Ｂ　 １９７８ 年之前成立企业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３∗∗∗

（０. ０１９）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０）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３５ ０. ６１５ ０. ６４７ ０. ６１９ ０. ６１５ ０. ６４３

Ｐａｎｅｌ Ｃ　 １９７３ 年之前成立企业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３∗∗∗

（０. ０２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８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４）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３１ ０. ６１２ ０. ６４４ ０. ６１６ ０. ６１２ ０. ６４０

Ｐａｎｅｌ Ｄ　 １９７１ 年之前成立企业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７∗∗∗

（０. ０２２）

０. １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８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４）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２７ ０. ６０９ ０. ６４３ ０. ６１６ ０. ６１０ ０.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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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三线建设的结束时间的其他观点，参见李曙新：《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Ｂａｒｒｙ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Ｆｒｏｎｔ：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１１５，１９８８，ｐｐ. ３５１ －
３８６.



　 　 ４. 特殊样本排除。 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工业化，其首要的建设区域是那些远离现有

工业中心的地区，为此排除了那些在三线建设启动之前工业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 在表 ５ 的 Ｐａｎｅｌ
Ａ—Ｐａｎｅｌ Ｃ 中，分别去掉了 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前 ５％ 、１０％和 １５％的地区。 可以看到，当去掉这些样本

以后，三线建设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依旧显著不变。 另外，在表 ５ 的 Ｐａｎｅｌ Ｄ 中，还去掉了各

省会城市的样本（包括市辖区和市辖县的样本），因为这些地区相比省内其它区县享有更多的政治经

济权利。 其回归结果再次显示，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５ 稳健性检验（四）：特殊样本排除

（１）

ｌｎｌｉｇｈｔ１９９２

（２）

ｌｎｌｉｇｈｔ１９９５

（３）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００

（４）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０５

（５）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１０

（６）

ｌｎｌｉｇｈｔ２０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Ａ　 去掉 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前 ５％样本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７∗∗∗

（０. ０２３）

０. １１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４）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３８ ４４５ ４５９ ４６３ ４６３ ４６３

调整 Ｒ２ ０. ６２７ ０. ６１４ ０. ６４５ ０. ６１５ ０. ６１３ ０. ６４２

Ｐａｎｅｌ Ｂ　 去掉 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前 １０％样本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２∗∗∗

（０. ０２４）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４）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３８ ４４５ ４５９ ４６３ ４６３ ４６３

调整 Ｒ２ ０. ６２４ ０. ６１４ ０. ６４２ ０. ６１０ ０. ６１２ ０. ６３４

Ｐａｎｅｌ Ｃ　 去掉 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前 １５％样本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３）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３８８ ３９５ ４０８ ４１２ ４１２ ４１２

调整 Ｒ２ ０. ６１７ ０. ６１２ ０. ６４１ ０. ６０４ ０. ６０６ ０. ６２６

Ｐａｎｅｌ Ｄ　 去掉省会城市样本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６６∗∗∗

（０. ０２９）

０. １４０∗∗∗

（０. ０２７）

０. １１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１∗∗∗

（０. ０１８）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４８ ４５５ ４６９ ４７３ ４７３ ４７３

调整 Ｒ２ ０. ５９７ ０. ５７９ ０. ６１４ ０. ５８２ ０. ５８７ ０. ６１５

五、历史渊源与工具变量

（一）工具变量选择

三线建设本身具有足够的外生性，其项目选址主要是服从军事而非经济目的。 已有档案指出，
“靠山、进洞、分散、隐蔽”是最重要的选址原则。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充分考虑了这些原则，例如用

地形崎岖度来反映“靠山”与“隐蔽”，用各地到省会城市的距离来反映分散等。 相关档案还有提到

“近水”原则，为此增加了河流密度这一控制变量。 然而即使这样，ＯＬＳ 估计中依然存在因遗漏变量

所引起的估计偏误隐患。 由于三线建设与军事高度相关，不能排除相当部分的档案并未对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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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极端的情况是，关于三线建设的布局信息可能仅存在于当时中央高层的谈话中，而这些谈话甚至

没有文字记录。 上述情况均意味着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性，即无法确定三线项目的布局还参考了哪

些其它信息。 为进一步克服由不可观测因素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实现因果推断，本文将采用带有

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模型，以期获得稳健的研究结果。
新中国建立之前，西部地区经历了一次与三线建设十分类似的工业投资。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日本发

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随着东部地区的沦陷，沿海省份的重要工业企业内迁到后方以躲避战火。 为应

对持续的战事，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８ 年拟定了《抗战建国纲领》，指出“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

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① 随后，一系列鼓励

新建工矿业企业的政策相继出台，②后方工业迅速崛起。③ 三线建设与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面临

着非常相似的外部环境，前者基于潜在的战争，而后者基于事实的战争，战争威胁使得两次工业化的

区域选择高度相似。 抗战时期的后方大致指“西南的川黔滇康西藏与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外蒙各

省”④，这和大三线地区所涉及省份基本一致。 在更加微观的选址原则上，二者也拥有极高的相似性。
抗战时期，厂矿的选址需要充分考虑日军的轰炸威胁，因此也多将工厂建立在郊区、山洞或者窑洞

里，⑤该原则与三线建设的“靠山、进洞、分散、隐蔽”高度契合。 因此，可以认为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各

地的工业发展与三线建设投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而另一方面，因应对日本侵略所形成的特殊工业

布局又外生于当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后方各地的工业发展是由战争所致，当战争威胁不再成为主要

的约束条件时，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改变。 一个显著的例证便是，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大量工业

企业回迁东部，西部省市的工业因失去政策和投资的支持而重回低谷。⑥ 为此，本文选择全面抗日战

争时期各县的工业发展情况作为三线建设投资的工具变量。 根据刘丛以及梁若冰的研究，使用工厂

数量作为衡量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指标。⑦

（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对于抗战时期各县工业企业数量这一变量而言，一个重要的使用前提是必须满足排它性约束条

件，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三线建设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不能通过其它途径影响经济绩效。 在“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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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财政经济（五）》，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６ 页。
包括《工业奖励法》《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及补助条例》《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核定厂矿请求协助借款原

则》《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等。
截止 １９３７ 年，西部地区有工厂 ２３７ 家，资本总额 １５２３. ４ 万元，仅占全国总数的 ６％和 ４. ５％ 。 参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

史资料》第 ４ 辑《中国工业的特点、资本、结构和工业中各行业概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１９６１ 版，第 ９７ 页。 在这些

工厂中，大部分还只是作坊式工厂，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的工厂，“在四川仅有电力厂 １ 家，水泥厂 １ 家，面粉厂 １ 家，机器厂 ２ 家；陕
西有纱厂 １ 家，面粉厂 ２ 家；贵州有纸厂 １ 家”。 参见经济部统计处编印：《后方工业概况统计（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印行。 然而在 １９３８—
１９４５ 年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生产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３６％ ，这意味着战时后方工业规模扩大了 ６ 倍多。 参见汪馥荪：《战
时华北工业生产指数》，《经济评论》１９４８ 年第 １４ 期。

陈长蘅：《论战时人口变动与后方建设》，《财政评论》１９４０ 年第 １ 期。
如兵工署第二工厂，在 １９４０ 年迁入重庆后，所有厂房原拟开凿山洞，将全部机器装入工作，后因工程浩大而放弃。 变更原计

划后，将坚固山洞尽量利用，另加筑半临时厂房，疏散分布；兵工署二十五工厂在 １９４１ 年将第一厂在二层岩洞各项工程接收，于 １９４２
年完成山洞 ３２ 座，合计连挂榜山山洞共计 ４０ 座，即从事安装，并统一开工制造。 参见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

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工业》，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６５ 页。
根据《国民公报》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的报道：１９４５ 年重庆市失业工人最少已达 ５５０００ 人，其中纺织业 ４０００ 人，建筑业 ５０００

人，玻璃业 ２０００ 人，机器业 ５０００ 人，化工业 ４０００ 人，其它国营工厂裁剪员工约 ２ 万人。 另外成都、昆明、贵阳各地失业工人也在 ３ 万

人以上。 １９４６ 年１ 月，社会部劳动局报告称：重庆民营工厂还需裁减工人１７０００ 余人。 到 １９４６ 年２ 月，经济部核准重庆停业工厂２２６
家，裁减工人 １２３８４ 人。 抗战时期后方兴建电厂 ９７ 家，１９４６ 年统计中情况不明者达 ５９ 家之多。 迁川的 ４００ 余家工厂，到 １９４６ 年只

剩１００ 多家，且正常开工者又不到一半。 参见王鑫：《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３ 页。

参见 Ｃｏｎｇ Ｌｉ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第五届量化历史年会” 论文，河
南开封，２０１７ 年；梁若冰：《口岸、铁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好识别”（工具变量个数与内生变量个数相等）的情况下，无法从统计上直接验证工具变量的“外生

性”假设。 为此，我们使用三种方法间接验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１. 根据孙圣民以及赵西亮的做法，①若工具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唯一途径是核心解释变量，

那么在回归模型中控制核心解释变量后，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将不再显著，由此证明其满足外生性

条件。② 为此，将抗战时期各县工厂数量放入基准回归方程（１）中，考察其估计系数的显著性。 表 ６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抗战时期工厂数量对当下的经济绩效并无显著影响，而三线建设投资仍然显著。
该结果这意味着工具变量并没有通过其它途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仅仅是通过三线建设发挥

作用。
表 ６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之一

１９９５ 年灯光亮度 ２０００ 年灯光亮度 ２００５ 年灯光亮度 ２０１０ 年灯光亮度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１３０∗∗∗

（０. ０２５）

０. １０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抗战时期工厂数量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１６ ０. ６４７ ０. ６３１ ０. ６１５

　 　 资料来源：抗战时期工厂数量数据分别来自周立三、候学焘、陈泗桥编《四川经济地图集说明》（中国地理研究所 １９４６ 年出版）、贵州省政府统计室

编印《贵州省统计年鉴》（１９４５ 年印行，第 ２２７—２３０ 页）、甘肃省政府编印《甘肃省统计年鉴（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印行，第 １８１—１８４ 页）、《陕西省

经济调查报告》（第 ５９—６２ 页，编者等信息不详）以及云南省档案馆藏民国建设厅档案卷宗（全宗 ７７，目录 １２，卷 ２８２４）第 １３６ 页（转引自陈征平：《二战

时期云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及特点》，《思想战线》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以及张天政《马鸿逵与宁夏近代工业的兴衰》（《民国档案》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说明：青海省的数据是推断得出。 根据经济部统计处编印《后方工业概况统计（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３ 年印行）显示青海省只有一家工业企业，但未标记

其所在县，仅可确定该企业为电厂。 另据《青海省电力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电力工业志》（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记载民国时期青海省

政府与资源委员会在省会西宁合办电厂，并于 １９４１ 年正式投产使用。 于是，我们认为青海省有一家在西宁的工业企业。

２. 考察抗战时期工厂数量是否与影响经济绩效的其它解释变量相关，若答案是否定的，则表明

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反之则说明抗战时期工厂数量通过其它途径影响了经济绩效。 首先，初始经

济条件差异可能是影响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③ 如果工具变量和三线建设实施之前的经济条件

相关，那就意味着工具变量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影响长期经济绩效，从而不是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
其次，大量文献表明交通设施等公共品会显著影响长期经济绩效，④而抗战时期的工厂建设很可能会

促进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改善。 为此，有必要验证工具变量是否显著改善了三线建设

之前各地的交通状况，以排除该渠道的影响。 最后，还需要考虑战时工厂的选址是否反映了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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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方法参见孙圣民、陈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经济学（季
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赵西亮：《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２９ 页。

需要说明的是，控制核心解释变量后，若发现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则并不能说明工具变量不满足外生性条件。
相关文献参见 Ｃｏｍｉｎ， Ｄ. ， Ｗ.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Ｅ. Ｇｏｎｇ，“Ｗａ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１０００ Ｂ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２，Ｎｏ. ３，２０１０，ｐｐ. ６５ － ９７；Ｂｅｃｋｅｒ， Ｓ. ，Ｅ. Ｈｏｒｎｕｎｇ， ａｎｄ Ｌ.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Ｎｏ. ３，２０１１，ｐｐ. ９２ － １２６；李楠、林友宏：《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

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冯晨、陈舒、白彩全：《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

史根源：制度差异、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经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相关研究参见 Ａｔａｃｋ， Ｊ. ， Ｈａｉｎｅｓ， Ｍ. ，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ｏ， Ｒ.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８５０ － １８７０”，Ｉｎ Ｐ. Ｒｈｏｄｅ， Ｊ. 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Ｄ. Ｗｅｉｍａｎ.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ｅ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 １６２ － １７９；Ｆａｂｅｒ， Ｂ. ，“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ｎ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８１，Ｎｏ. ３，２０１４，ｐｐ. １０４６ － １０７０；Ｄｅｌｌ，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Ｏｌｋ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Ｊａｖ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８７，Ｎｏ. １，
２０２０，ｐｐ. １６４ － ２０３； 王辉、刘冲、颜色：《清末民初铁路建设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资源禀赋条件。 我们分别使用 １９５２ 年工业产值以及 １９６４ 年人口密度刻画三线建设之前的经济情

况，１９６２ 年各县的公路和铁路密度衡量交通状况，２０００ 年采掘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衡量地

区矿产资源禀赋。 表 ７ 利用这些代理变量对工具变量可能存在的其它影响途径进行了检验，（１）至
（５）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抗战时期工厂数量即使在 １０％的水平上也不显著，这意味着工具变量并未通

过其它渠道影响长期经济绩效，排他性约束条件可以满足。
表 ７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之二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５２ 年

工业产值（ｌｏｇ）

１９６４ 年

人口密度（ｌｏｇ）

１９６２ 年

公路密度（ｌｏｇ）

１９６２ 年

铁路密度（ｌｏｇ）

２０００ 年

采矿业就业占比（ｌｏｇ）

抗战时期工厂数量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地理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５０８ ０. ７４８ ０. １５４ ０. １２８ ０. ０８０

　 　 说明：地理控制变量包括，经纬度、海拔、坡度、山体阴影面积、河流密度以及到省会城市距离。 下表同。

３. 安慰剂检验。 安格里斯特（Ａｎｇｒｉｓｔ）与纳恩（Ｎｕｎｎ）提供了一种安慰剂方法来检验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①其基本思想是：构建一个关于工具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简约式（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ｍ）回归模型，在
该回归模型的样本中，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在理论上不存在相关关系。 若此时的简约式关系仍

在统计上显著，则表明工具变量存在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它途径。 若简约式关系不再显著，则可以

相信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得到满足。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中，如果三线建设是工具变量发生作用的

唯一渠道，那么对于身处京广铁路以西的非三线地区而言，抗战时期的工业发展（即工具变量）不可

能对地区长期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因为三线建设这一传导机制并不存在于该地区。② 在可寻的

史料中，我们发现非三线地区的安徽、福建和江西三省提供了抗战时期的县级工业数据，这让安慰剂

检验成为可能。 表 ８ 是包含工具变量的简约式估计结果，（１）至（４）列的样本是三线地区，无论使用

灯光亮度还是人均 ＧＤＰ 作为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５）至（８）列是非三线地

区的简约式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即使在 １０％ 的水平上也不显著。 上述结果意

味着，抗战时期工厂数量仅通过三线建设影响地区经济绩效，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可以满足。
表 ８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之三

三线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００ 年灯光亮度 ２０１０ 年灯光亮度 ２０００ 年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０ 年人均 ＧＤＰ

抗战时期工厂数量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２）

地理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６４２ ６４２ ６４２ ６４２

调整 Ｒ２ ０. ４９１ ０. ５４９ ０. ２９２ ０. ３３５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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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ｒａ Ｄｒａｆｔ Ｌｏｔｔｅ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０，Ｎｏ. ５，１９９０，ｐｐ. １２８４ － １２８６； Ｎｕｎｎ Ｎａｔ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 ，“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１０１，Ｎｏ. ７，２０１１，ｐｐ. ３２２１ － ３２５２。

在大三线地区以外，很多省份也搞了自己的“小三线建设”，不过其投资规模远小于大三线，因而这些地区可以认为在理论

上不存在三线建设。



续表 ８
非三线地区

（５） （６） （７） （８）

２０００ 年灯光亮度 ２０１０ 年灯光亮度 ２０００ 年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０ 年人均 ＧＤＰ

抗战时期工厂数量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２２）

地理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７０ ７０ ７０ ７０

调整 Ｒ２ ０. ５４５ ０. ５８２ ０. ２８９ ０. ４９３

　 　 说明：非三线地区抗战时期工厂数量数据分别来自安徽省建设厅秘书室编印《安徽省战时经济论丛》（１９４５ 印行，第 ２７—３６ 页）、福建省政府建设

厅编印《福建经济概况》（１９４７ 年印行，第 １５０—１５４ 页）与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江西统计提要》（１９４６ 年印行，第 ７５—７６ 页）。

（三）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县工厂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第一阶段回归：

ＴＦ ｉ，１９８５ ＝ ø ＋ τ·Ｐｌａｎｔｉ，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 θ·Ｇ ｉ ＋ μ·Ｘ ｉ，ｐｒｅ１９６４ ＋ Ｓｐ ＋ νｉｔ （２）

第二阶段回归：

ｙｉｔ ＝ α ＋ β·ＴＦ ｉ，１９８５ ＋ δ·Ｇ ｉ ＋ γ·Ｘ ｉ，ｐｒｅ１９６４ ＋ Ｓｐ ＋ εｉｔ （３）

其中，方程（２）为第一阶段回归，系数 τ 反映了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状况对三线建设投资的影

响，预期估计系数显著大于 ０。 新的两阶段回归结果由表 ９ 给出。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抗战时期

各县工业的发展与内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抗战时期的工业企业每增加 １ 家，该县所

获得的三线建设投资将增加约 ２. ８％ 。 第一阶段 Ｆ 值大于 １０，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

段的结果显示，三线建设投资确实对地区长期经济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
工具变量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小于 ＯＬＳ 回归中的系数，这表明工具变量纠正了遗漏变量

问题所导致的对三线建设影响的高估。
表 ９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灯光亮度（ ｌｏｇ）

第一阶段回归

三线建设投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抗战时期

工厂数量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Ｆ 值 ３１. １２８ ３１. ０１６ ３０. ４４０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第二阶段回归

灯光亮度（ｌｏｇ）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７）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６０ ４６７ ４８１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２９ ０. ６１３ ０. ６４６ ０. ６１９ ０. ６１３ ０. ６４２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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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的讨论

（一）三线建设与工业化水平

三线建设对长期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的直接表现形式便是提高了地区的工业化水平。 表 １０ 对这

一机制的长期效应进行了检验。 使用了工业就业占比、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化程度三个变量来度量工

业化水平，为了比较三线建设的跨期影响，还同时报告了三个变量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估计结果。
总体而言，获得更多投资的三线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其工业化水平也越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历史

投资的长期效应却在减弱。 相比于 ２０００ 年，三线投资对 ２０１０ 年工业化水平的影响减弱了很多，工业

就业占比的估计系数下降了 ４２. ８ 个百分点，工业化程度则下降了 ３０ 个百分点。 变动最为剧烈的是

工业增加值，到 ２０１０ 年，其估计系数不仅大幅下降，甚至已不再显著。 该结论再次验证了表 １ 的估计

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战备时期发展模式的长期效应逐渐减弱，这或许意味着伴随着我国的经

济转型，增长的动力也有所改变。
表 １０ 三线建设与工业化水平

工业就业占比 工业增加值（ｌｏｇ） 工业化程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线建设投资
１. ７６６∗∗∗

（０. ２０３）

１. ０１０∗∗∗

（０. ２４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样本数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６３４ ０. ０１３ ０. ６０２ ０. ５３４ ０. ４２４ ０. ３７８

　 　 说明：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工业化程度为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总增加值的比重。

（二）三线建设与人口集聚

三线建设不仅促进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还带来了人口集聚。 该效应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
一，以工业投资为特征的三线建设促进了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其二，三线投资带来更好

的经济绩效，从而吸引劳动力跨区域流入。 表 １１ 验证了三线投资的人口集聚效应。 与前文一致，计
量模型同时报告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估计结果以进行跨期比较。 （１）和（３）列的结果显示，三线投

资更高的地区，在 ２０００ 年拥有更高的城市化率和更多的迁入人口。 （２）和（４）两列是 ２０１０ 年的估计

结果，可以看到，三线建设投资的人口集聚效应依然显著，不过其影响程度却有所降低。
表 １１ 三线建设与人口集聚

城市化率 迁入人口（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线建设投资
４. ６４９∗∗∗

（０. ５５４）

３. ４０１∗∗∗

（０. ４３７）

０. １２２∗∗∗

（０. ０１６）

０. １０６∗∗∗

（０. ０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样本数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调整 Ｒ２ ０. ３９７ ０. ２９９ ０. ３２０ ０. ２５７

　 　 资料来源：城市化率和迁入人口数据分别来自各省统计年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说明：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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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线建设与公共品供给

除了工业化与人口集聚，三线建设还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

是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 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使用 １９８０ 年的公路密度

和铁路密度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２ 所示，（１）至（３）列报告了三线建设对各年

份人力资本的影响。 可以看到，三线投资对 １９８２ 年的人力资本影响最大，这或许是大量人才跟随工

业企业从东部省份搬迁至三线地区的结果。① 人力资本积累为三线地区后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

础，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本身得到了较好的延续。 以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作

为被解释变量时，三线投资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４）和（５）列的回归结果表

明，三线建设并没有对公路修建产生显著影响，②而对铁路密度的回归系数也仅在 １０％ 的显著水平

下显著。 这一结论似乎与很多文献相悖，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交通设施的改善是三线建设的主要成

就之一。③ 细读文献不难发现，这些学者大都强调三线建设中修建的代表性铁路项目（如成昆铁路、
川黔铁路等），而非三线投资对地区内铁路建设的影响。 铁路的修建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布局

以连接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故县域的三线建设投资并未对其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 在公路方面，
三线建设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并没有显著改善所在区域的公路密度。 事实上，估计结果也

能被 １９８３ 年后发生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案例所证实。④ 企业的新建并没有带来公路设施的改善，这
或许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包括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但这种不便利或许正是备战条件下三线企业选

址的意义所在。
表 １２ 三线建设与公共品供给

平均受教育年限（ｌｏｇ） 基础设施（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８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８０ 年公路密度 １９８０ 年铁路密度

三线建设投资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３０. ３４８ １２. ７０１ ２４. １９１

样本数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８５ ４７６ １５９

调整 Ｒ２ ０. ４４６ ０. ４５１ ０. ４６４ ０. ３１４ ０. １８６

　 　 说明：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

·１８１·

三线建设的地区经济效应：历史逻辑与实证检验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高等教育部做出《关于调整第一线和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的报告》，确定向三线地区迁建部分高等院校。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下达 １９６５ 年全国设计单位、高等学校和文教卫生系统企业的搬迁项目。 上海

机械学院、唐山铁道学院、成都铁道学院、北京大学分校、清华大学分校、南京大学分校、华东化工学院分校、北京航空学院分校、北京

工业学院分院、甘肃工业大学等学校迁建至三线地区。 参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８２）》，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８２ 页。

稳健起见，我们还采用了法贝尔（Ｆａｂｅｒ）的做法，计算了每个县的中心到高等级公路网的最短距离来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

量，其回归结果同样不显著。 参见 Ｆａｂｅｒ， Ｂ.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ｎ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８１，Ｎｏ. ３，２０１４，ｐｐ. １０４６ － １０７０。

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 ２７０—２８０ 页；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第 ４６—５１ 页；郑有贵、陈东林、
段娟：《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四川省绵竹县的东方机轮厂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该厂过去在山沟生产 １０ 万千瓦以下的汽轮机，１９８０ 年后，逐步开发

１７. ５ 万千瓦和 ３０ 万千瓦以上的机组。 但如果继续在山沟扩建，机器设备运输将面临巨大困难，于是该厂在“七五”期间将扩建工程

放在了德阳市。 该案例清楚的表明，道路条件并没有因三线企业的建立而显著改善，到了 １９８０ 年后，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仍

是将工厂或者其扩建部分直接搬到交通更加便利的地区。 参见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第 １３７ 页。



七、结论

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究竟带来了经济的扭曲还是增长，学术界尚未有定论。 然而对所有后发国

家而言，当务之急并非调校理论模型以拟合现实，理解过去产业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效果才是关键所

在，它将成为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石。 在这一视角背景下，本文着重分析了三线建设这一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地区经济绩效的长期影响。 为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三线地区的工业布局原则

被确定为“靠山、分散、隐蔽”，以最小化在战争中的可能损失。 独立于经济发展目标的三线建设成为

一次难得的准自然实验，为缓解因果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文利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 １９８５ 年工业普查资料》第 ２ 册、各地区县志以及民国时期各省统计调查等资料，构建了大三线

地区县级层面的现代与历史数据库，通过行政区划的跨期匹配，实证分析了三线建设投资强度对长

期经济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对于那些三线建设投资越多的地区，其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表现越

好，不过历史上的工业建设所带来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 为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

误，本文选择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工业企业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估计结

果表明前文结论依然稳健。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发现三线建设提升了工业化水平、促进了人口集聚

以及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 然而，与经济绩效变量一致，三线建设对这类变量的影响也随时间逐渐

减弱。
我们的研究为基于地区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国别案例，在实证研究所涵盖的样本范围内，三

线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历史投资的经济效应逐

渐减弱。 该结论提醒我们，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那些过去促进增长的要素在当下可能难以再发挥

作用。 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它意味着政策本身是具体情景约束

下的历史产物。 当现实条件改变时，产业政策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只有抓住“一个新的历史”，持续的

增长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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